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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出了传统城乡规划制度中的法律精神
的秩序性、象征性、情理性等三个特征，分析了
三个特征的表现及对当下制度建设的启示。指
出，应当寻求自然和社会秩序中的和谐，反思象
征性造成的诚信不足和实施不力的弊端，辩证地
吸取情理性中的合理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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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ditional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system in the legal spirit that are 
orderliness, symbolism, rationality, and analyzes 
the performance of these three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inspir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urrent 
institution. The paper also points out that we should 
seek harmony between the nature and social order, 
rethink the shortcomings of integrity deficiency 
and inefficient implementation that are caused by 
symbolism, and dialectically absorb the rational 
elements from rationality.
KEYWORDS: spirit of law;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institution
法律精神，也称为法的精神，是一个具有
主观色彩的概念，似乎与法律追求的确定性背道
而驰，却因为孟德斯鸠的名著《论法的精神》而
成为一个广为人知的法律术语。从孟氏的论述来
看，在关注法律规则的同时，不能忽视其背后的
思想文化和价值观，而应该从文化和文明的角度
整体进行把握①[1]7～8。张中秋认为，孟德斯鸠关
于法的精神的概念是极其宽泛的，并给出了自己
的理解：“法的精神应是指构成法的各种关系的
综合与抽象，也即法的质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
直接决定于体现在法中的意志。意志有专制性，
也有民主性；前者表现为人治，后者表现为法
治。这是法最一般最根本的精神体现”[2]274。同
时，他也认为，这个专制并不是非理性的专横，
而是有理性的人治，并通过礼治来实现。“德主
刑辅，礼法结合”是礼治的根本特征[3]192～204。
伴随着军事扩张和经济文化渗透，近代西方
法律对其他国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至于在人
们的潜意识中，西方法律几乎成为“正义”的代
称。传统法律精神曾深刻影响了城乡规划制度发
展，甚至对当代的制度建设也有着不容忽视的作
用，但由于“语境”的差异而难以为现代人所理
解。传统城乡规划制度中体现了秩序性、象征性
和情理性等三方面的法律精神特征，在依法治国
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仍然对制度建设具有重要
的启示。
1  秩序性
传统社会追求建立在“礼制”基础上的有序
结构，具有内在秩序性。即通过建立秩序以避免
或减少纠纷，进而达到“和谐”。在漫长的进程
中，“礼”的重要精神逐渐融入法律之中，并作
为立法和司法的评判标准。以至于代表传统法律
最高水准的《唐律》，被后人以“一准乎礼”来
概括其基本特征。
1.1  秩序性与城市建设
城市建设受“礼法”精神的影响，追求自然
与社会中的秩序。城市建设中表现出的规则、对
称、直线、等级森严、条理分明等秩序性特征，
在住宅用地、建设规格、居住管理、技术标准等
方面均有着鲜明的反映。
(1)住宅用地。住宅用地作为影响城市建设
传统城乡规划制度中的法律精神特征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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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因素，在传统社会一直具有鲜明的秩序
性，特别是在住宅用地分配制度方面。例如，汉
初按照二十级爵作为分配住宅数量的标准[4]177，
对于住宅用地的分配标准、分配程序、继承等内
容进行了规范。此类法律在《通典》[5]30、《唐
会要》、《册府元龟》等典籍中均有记载。此
外，住宅用地制度还与身份管理密切相关，即
根据身份而遵守“等者同等，不等者不等”的规
则。如《大明律》规定，官员不得在任职地购买
田宅，否则不仅会被免职、没收田宅，还要接受
笞刑[6]186。
(2)建设规格。《周礼》对于各级城邑的规
模、道路等级、建筑物的形制、装饰，乃至门
和城墙的高度等等，都进行了详尽的规定。《国
语》记载了鲁文公为了扩建宫廷而试图拆迁大夫
们的住宅，结果遭到拒绝的故事。作为国君，同
样需要严格遵从礼制[7]178～179。自唐朝以来，历代
法律都对建设规格予以明确规范，《唐律疏议》
中的“舍宅车服器物”相关条款即具有代表性。 
(3)居住管理。传统社会居住管理制度十分
严密，例如，商鞅的什伍法、王安石的保甲法、
元代的村社制、明代的里甲制，等等。在具体的
居住组织单元方面，则以坊里制为代表。《张家
山汉墓竹简》中有田园户籍相关的法律规范，至
隋唐时期，与坊里制相关的法律制度已经十分完
善。
(4)技术标准。在技术标准方面，以北宋
《营造法式》及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最具代
表性，这些强制性的技术标准具有一定的法律性
质，也是传统法律精神秩序性的体现，使得在城
市建设中追求秩序成为一种自觉的行为。
1.2  秩序性与和谐理念
传统文化对于和谐推崇备至，其内涵主要包
括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等两方面。秩序的目的
在于和谐，和谐则体现了秩序。当然，传统社会
的和谐是有差别的，所谓“和而不同”，古人认
为有差别的和谐才是真正的公平正义[3]200。关于
这一点，笔者与张其邦、马武定合作发表的《规
划之“和”——论传统和谐理念及和解制度的现
实意义》一文，曾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可资
参阅[8]90～97。
1.2.1  人与自然和谐
在城市选址和城市建设中，人与自然的和
谐是必然的要求，甚至是“应天命而为”。例
如，伍子胥在建设阖闾城时，“相土尝水，象天
法地”。范蠡建城时，“乃观天文，拟法于紫
宫”，他说：“臣之筑城也，其应天矣，昆仑之
象存焉。”在《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篇》
以及《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银雀山
汉墓竹简》等律令中，也反映了类似的和谐思
想。
1.2.2  人与社会和谐
在传统社会，人与社会的和谐是通过“个
体—家—家族—宗族—社会—国家”这一由小到
大逐步扩展的途径得以实现的，法律制度上的
具体表现是“调解”和“息讼”制度的高度发
达。城市建设中的一些民间纠纷，一般都作为
“细故”而采用调解的方式加以解决。周之“调
人”、秦之“乡啬夫”、明清之“里老”，等
等，其重要职能就是对民间纠纷进行调解。为彰
显社会和谐，诉讼往往受到压制，而“刑措”俨
然成为“圣代”的象征。《史记·周本纪》记
载“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而不
用”。太史公的言辞之中，流露着对和谐社会的
无尽向往。
1.3  秩序性的现实意义
2014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
“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完善调解、
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
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对于调解制
度的重要性给予了高度肯定。城市建设涉及公众
的切身利益，而今这一领域的纠纷日渐突出，并
耗费了大量的行政和司法成本。以和谐精神为内
核，完善规划纠纷的协调解决机制，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例如，在规划实施中(包括规划许可
前、规划许可后以及处理规划纠纷时)可以积极
运用调解的方式，化解现有或即将产生的矛盾，
尽量避免通过诉讼等对抗方式维护权利。
传统社会追求自然和社会秩序中的和谐以及
相关调解制度，其所依赖的社会条件确实已经产
生了重大的变化，而传统法律为维护秩序性而崇
尚妥协与谦让，客观上也导致中国人缺乏权利意
识的弊端。在城乡规划制度建设中，这也是必须
面对的“本土资源”。
2  象征性
传统法律表达了统治者期望实现的目标，
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英国法学家马若斐曾指
出，中国古代法典意图表达两重不同意义：其
一，象征着遵循国法与遵守家庭秩序具有内在
的一致性；其二，象征着君主对其子民的关心和
爱护[9]38。传统法律精神的象征性，也不可避免
地造成了诚信不足和法律实施不力等后果。当
然，传统法律具有象征性，并不是指所有传统法
律都是象征性的，而是在追求秩序这一目标的同
时，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象征色彩。法典中有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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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通常由前朝法律继承而来，这些条款不仅不
能被执行，而且从继承之日起，就没打算执行。
例如，初唐统治者规定，除非符合非常严格的条
件，不得私相授受土地。“安史之乱”后，这
一旨在限制土地兼并的法律实际无法得到有效施
行，私相授受土地极为普遍。尽管法律规范和
社会现实相矛盾，但继之而起的宋朝却将唐律
中的这些条文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从《秦律
十八篇》、《二年律令》，到奉为经典的《唐
律》，再到其后的《宋刑统》、《大明律》、
《大清律》等，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法典中，都
可以发现不少具有“象征价值”的条款。这些
条款确认了人们的基本道德义务，强调了统治
者的基本责任，表达了立法者所期望的目的和
所倡导的价值[9]36。
2.1  象征性与诚信不足
孔子曾经提出了“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
立”的重要命题②，而他也极为重视法律的实施效
果，并不认可没有实际意义的过高的行为准则③。
汉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董仲舒为代表
的汉儒，全面传承了有利于封建统治的“纲常”
等“儒术”；至于那些对于封建统治并不重要的
儒家思想，也就难免与其他各“家”一样，被
“废黜”了。例如“信”，历代的统治阶层要求
的只是对他们“忠信”，至于是否作为社会准则
并不重要。因此，传统社会的信义观念一般局限
在亲、朋等有限的范围之内，并没有形成广泛的
具有约束力的社会准则。
诚信不足还缘于传统文化对于“变通”的认
可，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而“成王败寇”
的现实主义，以及对不择手段之成功者的认可和
对坚守信念之失败者的嘲讽，都使得在公共行
政领域，认可并践行着法律规范与实际操作分离
的“潜规则”。因而经常可以看到高谈阔论崇高
品德与潜规则下的无所不为的卑劣行径并行不悖
的讽刺画面，这不能不说是国人的悲哀。时至如
今，个人的道德标准往往还是拔得很高，公务人
员更是一个被假定为“先知先觉、公正无私、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的形象，缺乏的是倡
导一种经过适当努力可以达到的社会准则，于是
虚伪和伪善就有了生长的空间。
反观受契约精神深刻影响的西方法律，诚实
信用已经上升为一个被普遍认可的原则，以此为
基础而产生的信赖保护、信用体系等相关制度，
对于西方社会的稳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城
市建设制度的完善中，应当深刻反思传统法律精
神的象征性带来的诚信不足的弊端，并充分借鉴
西方的诚实信用原则。《决定》指出，“法律的
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并要求
加强社会诚信建设，倡导契约精神等等，凡此，
都表明缺乏诚信的弊端已经引起了高度重视。
2.2  象征性与实施困境
传统法律的象征性对法律实施必然产生不
利的影响，中国古代的法律规范虽然“汗牛充
栋”，而实施效果并不理想。美国神父明恩溥
曾经对中国传统法律忽视实施的弊端进行了尖
锐的批评，虽然他的观点有失偏颇，但也值得
反思④[10]247。
例如，明清两代围绕运河漕粮的征收和运
输，生长出复杂的“漕规”，这实际上是对法定
利益分配方式进行私下修改的“潜规则”。在江
苏省常熟市的衙门和漕粮仓库的旧址之前，至今
依然屹立着6块禁革“漕规”的石碑，每块石碑
上严厉而具体的禁革之词如出一辙。6块石碑跨
越了130余年，平均每代人都要立碑一块[11]191。
然而，如果禁令得以有效实施，又怎会出现6块
几乎相同的石碑呢？再如，上文提及的对于私相
授受土地的明文禁止，宋、明原封不动地继承了
唐朝的法律，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一禁令产生的
效果并不明显。因为法律的象征性，执法者和相
对方都缺乏对于法律权威的真诚信仰，从而也失
去了坚定实施法律的动力。
2.3  象征性的反思
我国城乡规划制度在抗日战争后期至解放
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出现了重大转型[12]40～46，当
时的做法是对传统法律制度的彻底否定，并全盘
引入西方模式。这种不顾国情的嫁接式移植反而
滋长了“潜规则”的生存空间，形成了制度层面
和实施层面的两种运作模式并存的状况并流传至
今。传统法律象征性的流弊启示我们，在制度设
定时应当保持谨慎，“有总比没有好”的制度建
设观念并不一定正确，一项不合情理、缺乏利益
衡量的法律制度，不仅无法得以有效实施，甚至
会削弱法律的权威。而在法律实施中，应当保护
公民对法律制度持续有效的信赖，只有这样，法
治才会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而不是全然依靠
自上而下的推动。时下包括城乡规划在内的公共
行政领域，存在过于依赖制定法律来解决社会问
题的倾向，忽视法律的可实施性实际上削弱了法
律的权威，不利于依法治国的推行。
在城乡规划制度的完善中，构建诚信体系是
亟待完成的迫切任务。其中包括城乡规划制定时
对于“可实施性”的客观评判，城乡规划公布和
政府变更规划时政府的诚信，以及相关的信赖保
护制度的完善等等。当前，仍然存在大量基于政
绩和集团利益导向的城乡规划编制，有时根本无
法实施或者被别有用心地“选择性实施”，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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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削弱了公众对于城乡规划的信赖。例如，乡
村规划许可证制度，就是一项未能经过充分论证
而仓促出台的制度，乃至于《城乡规划法》颁布
实施已10年之久，该制度在大多数地区仍是一纸
空文。
3  情理性
传统法律讲究天理人情，具有特殊的“情
理精神”。河南内乡县衙的大门上，至今仍高
悬“天理国法人情”的门匾。天理既包括自然
界普遍法则，也指人的良知和本性。人情则指
自然情感和需求，以及人之常情(即处理事务时
的普遍做法)。传统法律情理性的缺陷在于严
谨性不足，但也有追求“合乎情理”的积极成
分。
3.1  情理性与确定性
传统法律与道德并没有明显的界限。著名
法学家杨鸿烈先生指出，经义之中的道德思想，
如果没有纳入法律规范，或者法律规范与经义相
左，则经义的效力往往等同甚至高于法律。西汉
董仲舒曾作《春秋决狱》，以经义作为司法判决
的依据。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血亲复仇”、
“容隐”在一定程度上的默许或放任，也是情理
性的表现。
现代法律崇尚法律的精准，认为天理人情
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因而必须予以摒弃。实际
上，无论是执法者或相对方，滥用有缺陷的法律
是很容易的。例如，违法建设行政处罚制度的
内在缺陷，执法者和相对方都有可能加以“利
用”，这也是造成改革开放后违法建设泛滥的重
要原因之一。相反，某种准则既被认为合乎天
理、人情，必然为大多数人共同认可，可以由一
般有常识、理智的人加以验证确认(所以常言道
“天理自在人心”)。当然，它也可能被滥用，
但滥用的过程和结果都可以很容易被一般人看出
来，所以其滥用反而比较困难。因此，泛泛地说
天理人情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因而必然导致裁决
者翻云覆雨是不确当的[13]59～67。梁治平认为，中
国古代的司法官员“依据法律，却不拘泥于条文
与字句；明于是非，但也不是呆板不近人情。他
们的裁判常常是变通的，但是都建立在人情之
上，这正是对于法律精神的最深刻理解”[14]236。
在西方国家，即便是以严谨著称的德国，为弥补
法律刚性带来的不合情理的缺陷，在司法实践中
也普遍采用比例原则、信赖保护原则等法律原
则，作为实现“合理性”的重要手段。如何平衡
制度建设中的确定性与情理性，正是对华夏文明
的一种考验。
3.2  情理性与“天理国法人情”
传统法律情理精神中的天理国法人情的关
系，法学界存在不同的认识，其中以下两种观点
具有一定代表性。
(1)上下关系。这种观点认为，天理高于国
法，国法高于人情，三者具有从高到低的位阶
关系。例如，范忠信曾指出，中国人很自然地把
法看成是“法上之法”(礼、天理)、“法中之
法”(律条)、“法外之法”(伦常之情、人之常
情)的总称。严格意义的法(制定法)在古代中国
人心目中只占相当次要的地位，而且是不得已的
产物，是礼义、天理的不太完善的文字化、条文
化，是为维护伦常秩序而设立的一条消极的、最
低的、最后的防线[15]8。
(2)内外关系。这种观点认为，国法是天理
和人情的外在表现，天理和人情构成国法的内在
精神，并作为国法的最终评判标准。按照这一理
解，天理和人情才是判断是非的“终极法则”。
上述两种观点都表明，在中国传统社会，
人们心目中的“法”，与现代社会有着显著的差
异。现代意义上的“法”，只有在实践中与传统
观念不断地磨合，才能探索出为社会普遍接受的
规则。
3.3  情理性的现实意义
传统法律精神的情理性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具
有积极意义，因为法律条文无法包罗复杂的社
会生活。当今普遍存在的事实不平等使得人们
急于追求形式上的平等，而移植西方法律中的
“程序正义”便成为了一种选择。传统法律精
神中的情理性，则被视为有悖于“正义”而遭
到否定[3]192。 
例如，强制拆除违法建设的费用由违法者
承担的规定，看似严厉，但显然不合情理。现实
生活中，政府相关部门对于违法建设的产生完全
没有责任的情形并不多见。在大量的违法建设未
受到应有制裁，甚至获得了巨额利益的“激励”
之下，期待通过对少数违法建设处以严厉制裁而
遏制违法建设的设想，显然过于理想。在规划实
施中，这一规定也基本落空。再如，从《城市规
划法》到《城乡规划法》，都有“在城市规划区
内，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而取得土地批准
文件的，土地批准文件无效，被占用的土地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收回”的相关条款，由于缺少对
历史遗留或延续项目的过渡性规定，在实际中同
样难以操作。笔者在地方规划部门担任负责人期
间，曾与国土部门就这类情形展开了深入的专题
研究，并最终通过政府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对于
该类土地的规划条件出具、土地出让金补缴等事
宜予以明确规定，既最大程度地协调了国土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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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等相关法律规范的矛盾，也因其“合乎情理”
而得到社会的认可。
今天倡导的依法治国，也并非一切社会事务
都要依靠法律规范来解决，而是要秉承公平正义
等法治理念。在制度建设中，只要有充分的监督
和制约，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不仅有助于体现
“情理精神”，而且有利于公务人员积极行政。
但是，情理模式强化了法律作为社会准则的认
同，使得传统法律不具备宗教意义上的神圣性，
这也成为法治化进程中的不利因素。
4  结语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
信修睦”[16]109。大同世界是炎黄子孙向往的精神
乐园，“和谐”与“诚信”则构成了大同世界的
基石。在传统法律精神中，追求自然和社会秩序
和谐的理念值得充分肯定，象征性造成的诚信缺
失和实施不力必须深刻反省，而情理性中的合理
成分则应当得到辩证地传承。《决定》指出，依
法治国应当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汲取中华法
律文化精华，借鉴国外法治有益经验，但决不照
搬外国法治理念和模式”。本文对传统法律精神
提出了一些粗浅见解，旨在从法律文化的角度对
时下的城乡规划制度进行反思，并倡导一种“务
实”的制度建设态度。
注释(Notes) 
① 孟德斯鸠认为：法律应该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
系；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和土地的质
量、形势与面积有关系；和农、猎、牧各种人民
的生活方式有关系。法律应该和各种政体所能容
忍的自由程度有关系；和居民的宗教、癖性、财
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最后法律
和法律之间也有关系，法律和它们的渊源，和立
法者的目的，以及和作为法律建立的基础的事物
的秩序也有关系。应该从所有这些观点去考察法
律……这些关系综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的“法的精
神”。
② 《论语·颜渊》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
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
先？子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
二者何先？子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
立。
③ 相传在孔子生活的时代，鲁国有一项法律，就是
为了国家人口不外流，规定凡是带回一个在其他
国家沦为奴隶的鲁国人，可以到国库里领取一定
数额的补助。孔子的弟子子贡带回了一个奴隶，
但他为了体现自己的品德高尚而没有去领取补
助。孔子的观点是：你必须去领回这笔补助，你
如果不去，鲁国的人民当然会说，子贡的品德多
么高尚，做了好事却不要报酬。可是这样一来，
别的鲁国人遇到相同的情况，他就会矛盾了，将
奴隶带回必然有一定成本，如果去领取补助，别
人会不会认为他的品德还不够高尚，而如果不
领，又没有足够的经济条件。这样，很可能的结
果就是，干脆对奴隶视而不见。于是，法律制定
的初衷就无法实现。你表面上是获得了品质高尚
的赞誉，但实质上却影响了法律实施的效果——
笔者引述。
④ 明恩溥这样表述：“各级官员颁布的告示比比皆
是，内容包罗万象，措辞精巧得当。缺的只有一
个，那就是真实，因为这些堂皇的命令并没有打
算实施。所有有关人员都明白这一点，从未有过
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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